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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基于前向生产链长度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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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针对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热点问题，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GVC) 的视角

出发，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 2004—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

库、WIOD 数据库和 UIBE GVC Index 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企业嵌入 GVC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

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嵌入 GVC 能够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其中资本深化渠道会缓解这种负

向影响，技术偏向与垄断加成渠道则发挥了相反的作用; 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

型企业在嵌入 GVC 时对劳动收入份额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劳动密集型

企业最高，技术密集型企业最低; 企业参与中间品贸易的生产分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程度超

过纯国内和传统贸易部分; 复杂 GVC 嵌入的负向影响程度要高于简单 GVC 嵌入。研究结论再次强调

了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必要性，而鼓励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 GVC 生产网络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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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关系到一国社会发展与民生之本的重要问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课

题。已有文献表明，自 1980 年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普遍趋于下降［1-6］。
在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各类原因的诠释中，国际贸易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国外学者的代表性文献纳入诸多因素考察贸易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包括技术进步偏

向［7-8］、资本深化［3］、劳动力和资本的谈判力量［9-10］、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11-12］等。国内学者在对贸易收

入效应的研究上尚存在巨大分歧。一种观点以白重恩和钱震杰［13］为代表，从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

和税负水平三个因素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开放程度的变化促使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罗长远和张

军［4］、唐东波［14］等的研究皆支持该结论。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出口贸易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劳动收

入份额增长，其原因来自中国特殊的出口模式，也来自全球化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15-16］。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 GVC) 逐渐代替传统贸易分工，学术界也开始更多地考虑

价值链嵌入的分配效应。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聚焦于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之间的分配差异［17-19］，

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则集中于劳动与资本收入的分配差异［20］。国内学者围绕 GVC 的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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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效应也展开了相应的考察。例如，蒋为和黄玖立［21］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国际生产

分割的深化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且这种负向效应与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承接的产品生产阶

段密切相关; 张少军［22］利用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也表明，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力

量，可以通过价格驱动、低端锁定和世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三种渠道，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工资，

进而降低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纵观已有文献，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探究了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本

文理解 GVC 嵌入及其收入效应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但是现有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其一，大

多数文献从国家、地区或行业层面加以分析，对企业层面的研究凤毛麟角。事实上，企业才是市场运行

的主体，研究微观企业嵌入 GVC 引起的要素收入变化能够更直接、更真实地反映其中的变化趋势和规

律。其二，核心指标测度方法有待改进。GVC 嵌入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两种，即增加值贸易视角［23-24］

和生产阶段数测算［25-26］，前者注重价值分解而后者偏向位置测算，对科学衡量 GVC 参与程度而言均不

够全面。正如 Thorbecke［27］所强调的，生产链始于该行业的主要投入( 或增值) ，如劳动力和资本，而非

其总产出，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分解后的增加值测度 GVC 嵌入的深浅将更有说服力。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突破之处在于: 其一，本文首次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

进出口贸易年度数据库、WIOD 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 UIBE GVC Index 四套数据库进行样本处理和实证

检验，实现了对 GVC 分配效应的企业层面研究。其二，根据中国企业深入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现实，构

建含有“中国元素”的理论模型，考察 GVC 嵌入程度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与机理，并归纳出具体的作

用渠道。其三，采用 Wang et al．［28-29］提出的生产分解模型来衡量企业嵌入 GVC 的程度，首次计算出我

国工业企业的前向生产链长度( 下文简称生产链长度) 。本文选择前向生产链长度指标来衡量企业

GVC 嵌入的好处在于: 一是解决了 Antràs et al．［25］、Antràs and Chor［30］、Fally［26］提出的“上游度”和“下

游度”两个指标实证核算不一致的问题; 二是可以基于增加值去向将整体生产链长度进行进一步分解，

测算出不同生产阶段和类型的相关指标; 三是实现国际贸易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统一，认为整

个国民经济生产活动均有参与到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从而纳入了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的双重运行。
二、理论模型

( 一) 模型设定

1． 消费者与工人

基于 Dixit and Stiglitz［31］提出的 D-S 消费偏好，借鉴 Melitz［32］的方法，本文使用 D-S 固定替代弹

性效用函数，在消费总额不超过总收入的约束条件下，消费者 i 的最大化效用函数为:

maxUi [= m－1 /ρ∑m

j = 1
c( ρ－1) /ρ ]ij

ρ / ( ρ－1)

s． t．∑m

j = 1
pjcij ≤ Ii ( 1)

其中，m 表示市场中的产品种类，cij是指个人 i 消费第 j 种商品的数量( j = 1，2，…，m) ，pj 为产品 j
的价格，ρ 是指面对 m 种商品消费者 i 的需求价格弹性，企业的垄断加成能力就取决于该参数，其数

值越大定价能力越小，反之则反是。求解式( 1) 可以得到消费者 i 的马歇尔需求函数:

Cij = Ii / ( pj∑m

j = 1
p1－ρj ) ( 2)

将式( 2) 代回式( 1) 便可以得到消费者 i 的间接效用为 Vi = Ii /P，其中 P 表示物价水平，其与各

个产品价格 pj 之间的计算公式为∑m

j = 1
p1－ρj = P1－ρm。假设经济体中 N 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工人，

且劳动禀赋皆为 1，劳动状态( φ) 是被雇佣或者失业，其中 φ = 0 表示失业，φ = 1 表示被雇佣。如果

失业可以获得基础收入 f，那么个人 i 的收入期望值为 E( Ii ) = φiωi + ( 1 － φi ) Pf，由间接效用 Vi 的计

算公式可以得到工人将全部劳动所得都用来消费时所获得的期望效用为 E( Vi ) = E( Ii ) /P = φi ( ωi /
P － f) + f，如果企业 j 雇佣工人的数量是 Lj，那么该企业雇佣所有工人的总剩余就是 Lj ( ωi － P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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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

因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已经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当中，对企业的要素配置带来了影响，所以本文

在企业利润函数中加入反映中国企业嵌入 GVC 的影响系数 ，并认为嵌入程度越深，影响系数越

大，由此建立起中国企业 j 的利润最大化函数:

maxπj = pj ( Yj ) Yj －  j ( ω jLj + rKj ) s． t． Yj = F( AKj，ALj，Kj，Lj ) ( 3)

由 Kj 的一阶求导可以得到资本投入的最优化解:

pjFKj ( K
*
j ) =  j r / ( 1 － 1 /ρ) =  j rρ / ( ρ － 1) =! j r ( 4)

其中，FKj表示资本要素的边际产量， j r 是包含企业嵌入 GVC 的资本价格。! = ρ / ( ρ － 1) 表示企

业的垄断加成能力，产品间的需求价格弹性 ρ 越大，则企业的垄断加成能力!越小，当 ρ 趋于无穷大

时!取最小值 1。求解式( 4) 的一阶条件，可得企业投入的最优资本为 K*
j = FK － 1j

( ! j r / pj ) ，由此得到

最大化企业和工人总剩余:

maxφi ln［Lj ( ωi － Pf) ］+ ( 1 － φi ) ln［pj ( Yj ) Yj －  j ( ωiLj + rK
*
j ) ］ ( 5)

( 二) 比较静态分析

从最大化函数中可以计算出工资 ωi 的一阶导数，据此求解该模型:

ωiLj = φi pjYj［! － FKjK
*
j /Yj + ( 1 － φi ) LjPf］ ( 6)

同时对企业雇佣人数 Lj 求一阶导数:

ωiLj =［φi pjYj ( ! － FLjL
*
j /Yj ) + ( 1 － φi ) FLjLjpj］/! j ( 7)

其中，FKjK
*
j /Yj 和 FLjL

*
j /Yj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记为 σ j 和 υ j。令式( 6 ) 与式

( 7) 相等，得到产品的相对价格 pj /P =!j f /FLj，因此劳动者的名义工资简化为 ω =［φ( ! － σ － υ) /υ +
1］Pf，那么企业支付给雇佣的所有劳动者的总收入是:

ωL =［φ( ! － σ － υ) /υ + 1］PfL ( 8)

企业总产出为:

pY = ( ! /υ) PfL ( 9)

根据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LS) 的计算公式得到:

LS = ωL /pY = ( 1 － ) ［υ /! + φ( ! － υ － σ) /!］ ( 10)

根据上式对企业参与 GVC 的系数  求一阶导数可得:

LS / = － 1 /2［υ /! + φ( ! － υ － σ) ］/!
当 φ = 1 时( 工人被雇佣) ，LS / = － 1 /2 ( 1 － σ /! ) ，由于! ＞ 1 且 0 ＜ σ ＜ 1，所以 LS / ＜ 0;

当 φ = 0 时( 工人失业) ，LS / = － σ /!2＜ 0。据此可以得出:

假说 1: 企业嵌入 GVC 程度加深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
考虑到劳动产出弹性与劳动收入份额无论从经济直观理论还是从公式推导来看都是严格正相

关的，本文拟从企业的技术偏向、资本深化、垄断加成三个方面分析 GVC 嵌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

具体作用机制，因为这三个方面都是企业嵌入 GVC 带来的多种效应，且都与劳动产出弹性密切相

关。根据希克斯技术偏向的界定可知，在资本劳动比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偏向资本的程度与劳动产

出弹性完全负相关，而如果是偏向劳动的技术进步则会促进劳动产出弹性上升，二者呈现出一一对

应的关系。Acemoglu et al．［33］、Karabarbounis and Neiman［3］均发现，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将促使企业技

术进步偏向资本，而这一因素可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据此提出:

假说 2: 企业 GVC 嵌入通过带来偏向型技术进步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由于现实经济中技术进步常常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所以本文进一步放松假设条件，不仅

技术偏向会影响企业的劳动产出弹性，资本深化也将带来影响，具体公式为:
1 － υ
υ

=
MPkK
MPLL

=
Ak

A(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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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
1 － 1 /ρ

，其中资本深化的系数为 1 和 － 1 /ρ，既有负向的直接效应又有正向的间接效应: 直接影响

是增加资本要素数量的比例，从而提高资本要素收入的比例，劳动收入占比相应降低; 正向的间接效

应是通过降低资本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比例，增加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深化对劳动产出弹性的具体

作用结果需要考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间的比较。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 3: 资本深化对企业嵌入 GVC 的劳动收入份额调节效应不明确，需进一步检验。
企业垄断加成能力来源于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替代弹性，需求替代弹性越大垄断加成能力

就越小，怎样分配垄断加成产生的企业总剩余取决于劳动产出弹性与劳动谈判能力的相对大小，与

陈宇峰等［34］的观点一致，本文也认为当前中国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小于资方，主要原因是相对于资本

来说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更加充足，同时企业和政府都存在资本偏好，加剧了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的弱势地位，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的劳动谈判能力小于产出弹性，故本文提出:

假说 4: 垄断加成对企业 GVC 分配效应的调节方向需根据嵌入 GVC 是否促进加成能力而定，

如果参与 GVC 提高了企业的垄断加成能力，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三、中国企业嵌入 GVC 程度的典型化事实

( 一) 企业嵌入 GVC 的测算方法

本文使用生产链长度( PL) 指标来衡量企业嵌入 GVC 的程度。自 Dietzenbacher et al．［35］最早提

出生产链长度概念后，Antràs and Chor［30］、Miller and Temurshoev［36］进一步正式明确界定了 PL 的经

济学含义，并以此作为测算 GVC 嵌入程度的重要指标，构建出国家 /行业的“上游度”和“下游度”概

念，用生产过程的步长数值来测算。令人遗憾的是，实证研究发现“上游度”和“下游度”两个指标并

不一致，与其理论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29，37］。为此，Wang et al．［28-29］回归 PL 测算，试图从经济学含

义和计算方法两个方面重新审视 PL: 首先，将其含义界定为某个行业从最初投入到最终产品消费的

平均生产阶段数，即增加值被计算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 其次，计算方法是总产出与引致其发生的增

加值之间的比值，即一单位增加值所引起的总产出，从而刻画出各国每个行业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足迹。本文正是采用 Wang et al．［29］的模型方法，结合 Ju and Yu［38］的处理思路测算出我国制造

业企业 2004—2013 年的生产链长度，并按照增加值去向进一步分解为纯国内、传统贸易和中间品贸

易三个部分，从而追踪生产链条上各种参与方式的增加值与总产出。同时，根据进口增加值的过境

次数，将中间品贸易部分又划分为简单 GVC 和复杂 GVC 两种。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各个行业的生产链长度。假设有 G 个国家 N 个行业，根据里昂惕夫 1936 年提出的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每个国家各个行业的增加值( v) 可以表示为 V̂( 1 － A) － 1Y，其中 V̂ 是 GN × 1 的直

接增加值系数向量，( 1 － A) － 1是里昂惕夫逆矩阵，记为 B，Y 是 GN × 1 的最终产品列向量。使用每个

阶段的长度作为权重加总所有的生产阶段，就可以得到整个生产链的总产出为: y = V̂ Ŷ + 2V̂AŶ +
3V̂AAŶ +… = V̂( 1 + 2A + 3AA +…) Ŷ = V̂( B + AB + AAB +…) Ŷ = V̂BBŶ。根据生产链长度的定义，用

矩阵表示各个国家各行业的 PL:

PL = V̂BBŶ
V̂BŶ

( 11)

第二步计算企业层面的 PL。借鉴 Ju and Yu［38］的方法，使用细分的海关数据 6 位 HS 码进出口

信息，计算得到企业产品在不同行业的权重系数，进而加权平均得到企业的生产链长度:

∑N

i = 1
PLviXij /Xj ( 12)

其中，Xj 表示企业 j 的总出口，Xij表示企业 j 在行业 i 内的出口。如前文所述，使用 Wang et al．［29］

的方法的有利之处是可以按照增加值去向将总体生产链长度进一步细分:

—4—

袁 媛，綦建红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PLD = V̂BBŶD

V̂BŶD
( 13)

PLＲT =
V̂BBŶF

V̂BŶF
( 14)

PLGVC =
V̂LLAFBY
V̂LAFBY

( 15)

公式( 13) 、( 14) 、( 15) 分别表示纯国内生产链长度、传统贸易生产链长度和中间品贸易生产链

长度，其中 L 是指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ŶD 是指国内最终消费列向量，ŶF 表示国外最终消费列向量。
聚焦至第三部分中间品贸易，来源国出口的嵌入中间产品中的增加值，如果被进口商用于生产

最终消费品，仅出现一次跨境活动的为简单 GVC( PLGVCs ) ; 如果再投入到新的中间产品生产并再次

出口，即至少出现两次满足国内或国外最终需求的增加值过境点，则为复杂 GVC( PLGVCc ) ，两种生产

链长度的测算方法分别为:

PLGVC S
= V̂LAFLLBŶD

V̂LAFBY
( 16)

PLGVC C
= V̂LAF ( BBŶLLŶD )

V̂LAFBY
( 17)

( 二) 企业嵌入 GVC 的测算数据

本文使用四套数据库进行样本处理和指标核算，分别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来
自中国海关总署的进出口贸易年度数据库、WIOD 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

值链研究院的 UIBE GVC Index 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004—2013 年。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首先，使用 UIBE GVC Index 的派生数据，利用增加值分解模型计算得到中国行业层面的生产链

长度指标。考虑到本文将使用上游度指标完成稳健性检验，故采用 WIOD2016 数据并借鉴 Antràs
et al．［25］、程大中［39］的方法计算出各个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利用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结合企业层

面的测算方法，本文计算得到 415 305 个企业样本的生产链长度和上游度指数。
其次，为了将所获得的企业 PL 与企业其他信息结合起来，本文参考 Brandt et al．［40］的方法对工

业企业库进行数据处理: 剔除企业规模较小的样本( 从业人数小于 8) ; 删除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
从业人员、实收资本等关键性指标缺失或为负数的样本; 删除流动资产超过总资产的企业或固定资

产净值超过总资产的企业; 剔除同年内重复的企业记录; 保留了 GB /T2002 两位编码上 13 ～ 42 的制

造业企业样本。
最后，采取名称识别、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法人名称 + 前 2 位数邮政编码等多个步骤把企业层面

制造数据和计算后的海关数据进行匹配。至此，本文得到的匹配数据库既包含了制造业企业的 GVC 嵌

图 1 2004—2013 年中国企业生产链长度趋势

入指数( 生产链长度和上游度) ，又包含了企业

目录下的 107 个经营性指标，涵盖从业人数、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固定资产原值等。

( 三) 企业嵌入 GVC 的测算结果

为了清晰地描述中国企业生产链长度的现

状及变化，本文按照年份分别取平均值，绘制出

2004—2013 年全样本企业和分类型企业的趋

势变化图。如图 1 所示，以圆圈标记的曲线刻

画我国企业全样本总体的趋势，不难发现在样

本期内除了 2008 年稍有下降以外，整体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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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4—2013 年按照增加值去向分解的中国企业

生产链长度趋势

态势。在此基础上，采用谢建国［41］的方法，按

照企业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将全样本企业分成劳

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图中

其他曲线分别描述了这三种类型企业生产链长

度的变化，其中链条最长、嵌入 GVC 程度最深

的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其次为技术密集型和劳

动密集型企业。
与此同时，本文按照增加值去向将生产链

长度进一步分解为纯国内、传统贸易和中间品

贸易生产三个部分，图 2 分别报告了三个指标

的趋势变化情况。显而易见，三种生产链长度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中间品贸易的长度

图 3 2004—2013 年按照 GVC 复杂度分解的中国企业

生产链长度趋势

最长，数值范围在 4 ～ 5 之间，远高于纯国内和

传统贸易部分的生产链长度，说明参与跨境中

间品贸易生产的企业嵌入 GVC 分工的程度最

深，这符合基本的经济规律。
根据中间产品的过境次数再进行细分，本

文进一步划分出简单 GVC 和复杂 GVC 两种生

产模式，图 3 绘制了它们的趋势变化图。据图

可知，复杂 GVC 生产链长度的数值更大，这是

因为复杂 GVC 模式下中间产品被进口国再投

入到生产出口产品当中，所以至少两次跨越国

界，增加值被计算为总产出的次数也就更多。
相反，简单 GVC 的模式为进口国将中间品投入

图 4 中国企业生产链长度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聚类散点

到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当中，因此生产链长度相

对较短。此外，从发展趋势上可以发现，复杂

GVC 的生产链长度增加趋势更明显，而简单

GVC 则表现得比较平缓，表明中国企业参与中

间产品的生产变得更加碎片化，生产步骤也更

加细分。
根据计算数据，本文还给出了全样本企业

生产链长度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聚类散点图，见

图 4。从图 4 可以发现，两者呈现出明显的负

向关系，企业嵌入 GVC 将减少对劳动力要素的

分配比例，这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1。
四、企业生产链长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检验

为更加严谨地验证假说 1，本文建立基准回归模型考察企业生产链长度对其内部劳动收入分配

的具体影响，并采用替代核心变量、2SLS 估计、部分样本回归等方法完成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

按照企业要素密集度、增加值去向和 GVC 的复杂度对全样本进行分组检验，以期得到更为细致的实

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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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LS) ，计算方法为 LS = ( 工资总额 /工业增加值) ×
100，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有个别年份没有汇报“工业增加值”，对于缺失的年份，本文采用企业收入

法进行计算。解释变量是以生产链长度( PL) 衡量的企业 GVC 嵌入程度，计算方法及结果见上文。
表 1 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劳动收入份额( LS) 415 305 41． 84 1． 90 0． 29 92． 84 —
生产链长度( PL) 415 305 2． 94 0． 58 1． 77 5． 05 1． 04
企业年龄( age) 415 305 10． 39 7． 86 0 126 1． 07
企业规模( lnscale) 397 270 10． 97 11． 02 0 19． 31 1． 18
利润率( profitrate) 244 287 0． 23 0． 25 － 0． 69 0． 90 1． 20
负债率( debtrate) 413 572 0． 57 0． 41 0 3． 10 1． 25
杠杆率( levrate) 274 096 2． 67 3． 76 0 23． 70 1． 53
资本产出比( kyrate) 274 100 1． 34 1． 69 0 10． 69 1． 49

数据来源: 匹配后的企业数据库。

本文设置控制变量集合 D，主要包

括: 企业年龄( age) ，用当前年份与企业

开业 年 份 的 差 额 + 1 表 示; 企 业 规 模

( lnscale) ，采用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形

式来衡量; 利润率( profitrate) ，采用企业

利润总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率来衡量;

负债率( debtrate) ，用企业负债与总资产

的比值来表示; 杠杆率( levrate) ，用企业

期末总负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

示; 资本产出比率( kyrate) ，用企业固定资产合计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测算。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同时根据 VIF 检验结果可知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旨在检验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 GVC 的程度不同对其

内部劳动要素收入占比的影响:

LSit = α1 + α2PLit +∑αkDit + σar + σin + σye + ξit ( 18)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性检验

上游度指数替代 2SLS 估计 剔除缺失样本

PL － 2． 287＊＊＊
( 0． 081)

－ 8． 831＊＊＊
( 0． 270)

－ 2． 818＊＊＊
( 0． 150)

－ 2． 248＊＊＊
( 0． 082)

age 0． 120＊＊＊
( 0． 004)

0． 120＊＊＊
( 0． 004)

0． 151＊＊＊
( 0． 011)

0． 123＊＊＊
( 0． 004)

lnscale － 4． 020＊＊＊
( 0． 029)

－ 4． 010＊＊＊
( 0． 029)

－ 3． 410＊＊＊
( 0． 068)

－ 4． 046＊＊＊
( 0． 030)

profitrate － 44． 737＊＊＊
( 0． 216)

－ 44． 720＊＊＊
( 0． 216)

－ 53． 376＊＊＊
( 0． 398)

－ 45． 589＊＊＊
( 0． 221)

debtrate 4． 279＊＊＊
( 0． 183)

4． 283＊＊＊
( 0． 183)

0． 407
( 0． 398)

4． 176＊＊＊
( 0． 187)

levrate － 0． 270＊＊＊
( 0． 017)

－ 0． 269＊＊＊
( 0． 017)

－ 0． 375＊＊＊
( 0． 032)

－ 0． 260＊＊＊
( 0． 017)

kyrate － 1． 456＊＊＊
( 0． 034)

－ 1． 456＊＊＊
( 0． 034)

－ 2． 633＊＊＊
( 0． 072)

－ 1． 457＊＊＊
( 0． 035)

_cons 116． 480＊＊＊
( 2． 324)

119． 397＊＊＊
( 2． 247)

105． 351＊＊＊
( 0． 858)

116． 763＊＊＊
( 2． 331)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4 206 244 206 76 042 184 701
Ｒ2 0． 485 0． 479 0． 433 0． 49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水平上显
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

其中，i 表 示 个 体 企 业、t 表 示 年 份，

σar、σ in、σ ye分别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行

业和 年 份 扰 动 项，ξ it 是 指 随 机 扰 动 项。
在该模型中，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是 α2，

如果其显著为 负 则 支 持 假 说 1。需 要 说

明的是，由于 2008—2010 年的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 库 中 若 干 关 键 指 标 不 可 获 得，

本文通过多重插值的方法补全缺失年份

数据，同时 对 去 掉 缺 失 年 份 后 的 数 据 加

以回归证明其稳定性。
( 二)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对公式 ( 18 ) 进 行 Hausman
检验，结果严格拒绝原假设，故选择面板固

定效应模型完成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2。基

准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地区、行业和年份

等变化因素后，解释变量系数 α2 显著为

负，验证了假说 1 的基本结论，即企业嵌入

GVC 程度的深化将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下降。在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 age) 和

企业 规 模 ( lnscale) 的 系 数 皆 显 著，但 是

方向相反。前者为正说明存活时间长的

企业更重视对员工的利益分配，后者为负则表示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偏重对资本要素的回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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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打破“中国企业平均存活时间只有 3 年”的魔咒及延长企业寿命提供改革方向。反映企

业经营状况的三个变量中，利润率( profitrate) 和杠杆率( levrate) 均负向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与

之相反的是，企业负债率( debtrate)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文雁兵和陆雪琴［42］的实证

研究完全一致，说明我国工业企业的初次分配更偏重于资本性资产投入。与白重恩和钱震杰［43］的

研究结果类似，企业资本产出比( kyrate) 的估计系数是负值，一般来说，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意味着

企业设备利用率高、生产效益好，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在此情况下，企业选择利润分配偏向资本而

非劳动力。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定性与可信性，本文使用三种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见表 2。
一是采用替代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选择 Antràs et al． ［25］构建的上游度指标代替生产链

长度，因为上游度指数刻画了在达到最终需求之前还需要经历的生产阶段的数目，计算方法也

是加权平均，所以无论从经济含义还是从测算结果来看，这两个指标都具有可比性［29］。回归结

果显示，以上游度衡量的企业嵌入 GVC 程度越深，劳动收入占比越小，这与生产链长度的作用

结果一致。不过有趣的是，上游度指数的作用程度远大于生产链长度，系数达到 － 8． 831，可能

的原因在于测算上游度指数使用的是各个生产阶段的总产出，而生产链长度则使用增加值，导

致作用程度被扩大。
二是考虑回归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企业 GVC 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逆向因果关系的可能

性，为此本文进行了关于内生性的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强烈拒绝原假设，模型存在内生性。为了

控制内生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该自变量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回

归( 2SLS) 重新估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数数值变小但是依然显著为负，进一步证明本文的基

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三是剔除核心变量缺失的年份数据。本文采用剩余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解释变量系数仍然

为负值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基准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控制变量的系数也都与其相符，进一步

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 四) 分组检验结果

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特征，本文首先按照企业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对全样本进行分类，即采用谢

建国［41］的方法将企业分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3 前

三列所示，三种类型企业嵌入 GVC 的程度均负向影响初次分配，降低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值得注意

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GVC 嵌入影响最大，技术密集型企业则最小，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劳动密集

型企业大多从中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较低的成本加成［44-45］。此项发现可为制定相关宏观政策

提供理论依据，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功能升级的高端道路，从原来的生产制造企业向自主品

牌企业转型，实现价值链条攀升，加入公平市场交易型或者网络型的 GVC，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程度和速度。其次，按照式( 13) ～ ( 17) 将 PL 分解为纯国内、传统贸易和中间品

贸易生产三个部分，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3。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生产分割，均显著负作用

于劳动力要素的收入比例。其中，参与中间品贸易的生产链长度影响最显著，纯国内影响系数最小，

传统贸易部分居中。最后，根据中间产品的跨境次数将中间品贸易部分的生产链条划分为简单 GVC
和复杂 GVC 两种模式，其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3 最后两列。结果显示，两者的估计系数皆为负值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复杂 GVC 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简单 GVC
而言，参与复杂 GVC 分工的企业嵌入程度更深，整个生产链条的结构更复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

向作用也就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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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分组检验结果

企业要素密集度分组 增加值去向分解分组 GVC 复杂度分组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纯国内 传统贸易 中间品贸易 简单 GVC 复杂 GVC

PL － 1． 969＊＊＊
( 0． 234)

－ 3． 015＊＊＊
( 0． 127)

－ 1． 311＊＊
( 0． 124)

PLD
－ 1． 702＊＊＊
( 0． 085)

PLＲT
－ 2． 363＊＊＊
( 0． 070)

PLGVC
－ 3． 358＊＊＊
( 0． 107)

PL_GVC_S － 1． 870＊＊＊
( 0． 075)

PL_GVC_C － 3． 338＊＊＊
( 0． 1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11． 30＊＊＊
( 0． 929)

124． 67＊＊＊
( 2． 448)

90． 72＊＊＊
( 0． 711)

114． 31＊＊＊
( 2． 352)

115． 70＊＊＊
( 2． 291)

124． 92＊＊＊
( 2． 320)

121． 80＊＊＊
( 2． 385)

123． 23＊＊＊
( 2． 322)

观测值 68 887 68 486 106 833 244 206 244 206 244 206 244 206 244 206
Ｒ2 0． 496 0． 489 0． 475 0． 483 0． 449 0． 430 0． 486 0． 47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

五、企业生产链长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渠道检验

上文分析发现嵌入 GVC 削弱了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最明显，

此外嵌入程度较深的中间品贸易和复杂 GVC 的生产链长度负向作用更大。本部分将根据前文的理

论分析，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从企业的技术偏向、资本深化、垄断加成三个方面对 GVC 嵌入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机制进行验证。
( 一) 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46］的方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企业参与 GVC 影响其劳动收入份额

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Sit = α1 + α2PLit +∑αkDit + σar + σin + σye + ξit ( 19)

TECit = α'1 + α'2PLit +∑α' kDit + σ'ar + σ' in + σ' ye + ξ' it ( 20)

CAPit = α″1 + α″2PLit +∑α″kDit + σ″ar + σ″in + σ″ye + ξ″it ( 21)

MONit = α1 + α2PLit +∑αkDit + σar + σin + σye + ξit ( 22)

LSit = ὰ1 + ὰ2PLit + ὰ3CAPit + ὰ4TECit + ὰ5MONit +∑ ὰkDit + σ̀ar + σ̀in + σ̀ye + ξ̀it ( 23)

其中，CAP 表示资本深化，用资本劳动比计算得到，具体计算公式为固定资产合计 /雇佣人数;

TEC 表示技术偏向，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本文使用 OP 法来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MON 表示垄

断加成，用产品的价格加成来衡量，计算公式为( 主营业务收入 －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
式( 19) 是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即企业嵌入 GVC 的程度对其内部劳动要素收入占比的影响; 式

( 20) ～ ( 22) 为企业生产链长度分别对三个中介变量的影响; 式( 23 ) 是加入全部中介变量的回归方

程，系数 ὰ2 表示企业嵌入 GVC 的直接效应，系数 α'2 × ὰ3、α″2 × ὰ4、α2 × ὰ5 分别为资本深化、技术

偏向和垄断加成的个别中介效应，即企业参与 GVC 分工通过以上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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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总样本渠道检验的回归结果

模型( 19)
基准回归

模型( 20)
技术偏向

模型( 21)
资本深化

模型( 22)
垄断加成

模型( 23)
联合中介效应

PL － 2． 287＊＊＊
( 0． 081)

0． 039＊＊＊
( 0． 002)

161． 947＊＊＊
( 49． 228)

0． 005＊＊＊
( 0． 001)

－ 4． 443＊＊＊
( 1． 246)

TEC － 9． 142＊＊＊
( 1． 523)

CAP 0． 000 3＊＊＊
( 0． 000)

MON － 60． 518＊＊＊
( 7． 9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4 206 236 328 233 816 227 120 220 056

常数项
116． 48＊＊＊
( 2． 324)

－ 4． 99＊＊＊
( 0． 014)

－ 3． 77＊＊＊
( 50． 578)

－ 0． 25＊＊＊
( 0． 002)

114． 91＊＊＊
( 12． 577)

Ｒ2 0． 485 0． 466 0． 005 0． 079 0． 003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

( 二) 中介效应结果

表 4 汇报了 GVC 嵌入程度对劳动

收入份额影响的渠道检验结果，模型

( 20) ～ ( 22) 估计了企业 GVC 嵌入对资

本深化、技术偏向和垄断加成的影响，系

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参与 GVC 后增

加的生产链长度促进了资本深化和技术

偏向，也提高了企业垄断加成。值得注

意的是，系数 α″2 的数值高达 161． 947，

反映出企业嵌入 GVC 能够较大幅度地

提高其资本深化程度。模型( 23) 的联合

中介效应结果显示，TEC、MON 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负值，表明企业技术偏向和

垄断加成提高将降低企业劳动要素的收

入占比，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说 2 和假说 4
的结论。同时 CAP 的影响系数为正值，

虽然数值较小但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这一发现明确了假说 3 的观点，即资本深化缓和了企业 GVC 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影响。
具体来看三条路径的作用大小，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46］的依次检验方法得出，资本深化、技术

偏向和垄断加成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0． 049、－ 0． 357 和 － 0． 303。其中技术偏向和垄断加成属于部分

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分别是 15． 1% 和 13． 2%，资本深化则存在遮掩效应，其间接

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例的绝对值是 1． 1%。此外，因为该模型的直接效应是显著的，所以不排除还存在

其他中介变量的可能。很明显技术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间接负向影响最大，其次是垄断加成，资

本深化的正向缓和作用最小，这一发现说明中国企业嵌入 GVC 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资本偏向型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企业垄断利润的累积。在技术偏向渠道方面，估计结果表明中国

企业参与 GVC 分工的过程中，为追赶技术前沿，通过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和模仿创新，采取强制性技

术变迁，而发达国家是技术创新的先导者，其技术进步通常偏向资本，所以我国技术进步也遵循发达

国家要素结构而偏向资本。根据陈宇峰等［34］的结论，如果技术是资本偏向型的，那么生产成本中资

本份额会提高，劳动份额将会减少。在资本深化渠道方面，根据前述理论可知资本深化从正负两个

方向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根据本文的回归结果可以判断，正向的间接影响超过了负向的直接影响，即

随着企业资本积累不断加深，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下降，资本要素获得的收入占比下降，同时劳动力要

素的收入占比上升，嵌入 GVC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将得到缓和。这个结论很有趣，蒋为和黄

玖立［21］使用省级面板数据也发现同样的事实，这意味着积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参与 GVC 的同

时注重资本积累，会有效改善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在垄断加成渠道方面，企业的生产链长

度增长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垄断加成能力，侧面反映出下游进口商的需求替代弹性变小，本文认为这

可能与生产链长度演变背后的两种力量( 功能分离和空间分离) 有关，在这两种力量的驱动下，企业

从事特定功能的专业化生产，使其产品的可替代性变小，从而获得了更强的垄断能力。分配垄断带

来的企业总剩余取决于劳动谈判能力和劳动产出弹性［43］的比较，本文结果说明前者力量要小于后

者，劳动者的工资仍然由供需力量决定，企业的垄断利润主要分配给股东等资方代表，因此，壮大我

国工会力量、提高劳动力要素的话语权、增强对高技术能力劳动者的培训，可以减弱 GVC 嵌入对劳

动收入份额负影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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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文在理论上构建含有“中国元素”的微观经济模型，考察 GVC 嵌入程度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

响及作用机理。在实证上，本文首次同时使用 2004—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进出口贸易

数据库、WIOD 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 UIBE GVC Index 四套

数据库，采用生产链长度指标衡量企业嵌入 GVC 的深浅程度，研究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

题，结果发现: ( 1)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企业积极嵌入 GVC 生产网络显著降低了其内部劳动

力要素的收入占比，且通过技术偏向、资本深化和垄断加成三个渠道产生影响; ( 2) 劳动密集型企业

嵌入 GVC 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最显著，影响程度也最大，技术密集型企业则相反，无论影响程度还

是系数都是最小的; ( 3) 参与中间品贸易的生产分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超过纯国内和传统

贸易部分，复杂 GVC 嵌入又比简单 GVC 嵌入影响程度大。由此可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背后反映

的是中国整体生产结构复杂程度的提升、生产链长度的增长以及企业生产分割更加专业化和碎片

化，这是经济转型和贸易升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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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China＇s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and its employment transfer effect

ZHAO Jing，DONG Zhiqing
(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s focuses on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in intra-industry，ignoring
interrelated effect of inter-industrial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of 36 industrial sector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7 to calculate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of industrial industries． Combined with input and output data of
industrial sector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on employment in technical similar
industries，forward related industries and backward related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produces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in intra-industries and squeezes out employment in upstream industries，it plays a
creative role in employment in industries with technical similar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making up for the shortage of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 sectors and providing reemployment for the unemployed． The production capitalization caused by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is the main channel to reduce the employment demand of industrial sectors，and the increase of
total demand of related industry products caused by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employment
transfer． The interrelated impact of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on employment has industry heterogeneity． The employment
transfer effect mainly happened in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while the employment of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s relatively less affected and manifests itself as job creation．

Key words: employment transfer; 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technical similarity; forward relation; backward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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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mbedding global value chain on enterprise＇s
labor income share: estimation of length of forward production chain

YUAN Yuan，QI Jianhong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hot issue of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 in recent yea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embed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 GVC)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channels of
enterprise embedding in GVC on labor income share by using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China Customs export
database，WIOD database and UIBE GVC Index database from 2004 to 2013 on the basis of building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bedding of GVC in enterpris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and capital
deepening can alleviate this negative impact，while technology bias and monopoly pricing play the opposite role; labor-
intensive enterprises，capital-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when embedding in GVC，but the degree of impac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effect of labor-
intensive enterprises is the highest，while that of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is the lowes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ivision of labor on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intermediate trad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ure domestic
and traditional trad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mplex GVC embedding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imple GVC embedding．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once again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foreign trade，and encourages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GVC production network．

Key words: GVC; labor income share; calculation of production length; decomposition of production length;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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